
划分阶级，明确谁是“敌人”，谁

是“自己人”，这样一种论点，始于

1927年。1927年，国共分裂，中共被

国民党疯狂镇压，而此时，大批知识

分子党员退党。党内领导层认为，知

识分子在危难关头容易动摇，究其根

源，即是他们所受的敌对阶级的思想

影响，以及他们与旧阶级千丝万缕的

联系。而与此同时，农民出身的党

员，普遍具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忠

诚度高，革命彻底性强。

“黑老鸦生的白蛋，孵出来的还

是黑老鸦。”这是1947年中共晋绥分

局领导用的比喻。在这种精神的指导

下，划分农村的阶级成分，一般均需追

查其前两代、三代的经济状况。有的

甚至要从乾隆年间和同治年间所立的

碑文去查证。土改工作队认为，对那

些已经破落的人，也不能轻易放过。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城

市人口也被定为各种不同的阶级成

分。至此，全国所有的人，开始拥有一

个至关重要的身份标签：阶级成分。

尽管如此，在解放初的几年里，

家庭出身不好的年轻一代，并没有受

到太大的冲击。但到了1958年，中共

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

示》中明确提出，评定学生成绩时和提

拔师资的时候，应首先注意政治觉

悟。同时，全国高等学校招收的新生，

工农家庭出身和本人是工农成分的比

例不断上升，1953年为27.9%，1958年

上升为55.28%，1965年上升为71.2%。

不仅仅是升学，出国、晋升技术

职务、毕业分配、工作使用等许多方

面，“家庭出身”都成为重要指标。这

种氛围在“文革”中达到极限。

1979年1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

《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

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

除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还没有改

造好的以外，地、富、反、坏分子一律摘

掉帽子，给予社员待遇。地、富家庭出

身的社员，享受与其他社员一样待

遇。随着一系列的平反，阶级身份体

系也逐渐开始消失。1984年，随着人

事管理从手工向计算机过渡，急需形

成资源共享网络。而“家庭出身”，是

人事管理信息系统指标里的重要一

项。于是就产生了《本人成分代码》、

《家庭出身代码》两个国家标准，其中

《家庭出身代码》包括：工人1；社员2；
农民3；雇农4；贫农5……

1994年，在“全国干部、人事管理

信息系统指标体系分类和代码”里，依

然有“本人成分”和“家庭出身”，直到

2002年才取消了这两项指标。2004
年，“因为基本上没有单位用了”，《家庭

出身代码》国家标准被废止。

（据《老年生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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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特别揭秘·秘闻1949年初，随着三大战役结束，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国民党当

局一面继续负隅顽抗，一面加紧将重要机构和物资撤退到台湾、香港等
地。撤到香港的国民党官僚资本企业有29个，资产净值共约2.43亿港
元。这一批机构和巨大资产的归属，对国共两党都至关重要。

中共与国民党在香港的资产争夺战

国民党在港重要机构陆续起义
由于香港孤悬海外，处于英国统

治下，加上中英尚未建交，接收国民党

在港机构和资产的工作，不能不受到港

英当局的种种制约。在这种情况下，必

须首先发动这些机构的员工，保护住财

产不被国民党撤往台湾或就地变卖，然

后择机起义，使财产转归新中国所有。

早在1948年冬，战略决战激烈进

行时，中共中央南方局华南分局就未

雨绸缪，决定由统战部长兼香港工委

书记饶彰风（化名张枫）负责策动国民

党在港机构员工护产和起义。

从1949年11月到1950年1月，国

民党在港贸易机构、交通运输机构、金

融机构等29个机构纷纷宣布起义，致

电中央人民政府静候接收。

国民党千方百计想夺回资产

国民党在港各机构的起义，使台

湾国民党当局气急败坏。他们迅速运

用种种手段，妄图夺回这批资产。“两

航起义”两日后，国民党当局“外交部

长”叶公超和“交通部长”端木杰就急

忙赶到香港，宣布“免去”刘敬宜、陈卓

林的总经理职务，并公告解除全体员

工工作，听候“登记甄别”。同时要求

港英当局派警员协助“接收”两航。但

因港英当局拒绝协助，加上两航员工

坚决抵制，上述手段未能奏效。

11月23日，台湾国民党当局向香

港高等法院控告两航和资委会部分员

工“霸占财产”，取得“临时禁制令”，冻

结了两机构资产。当日，中共香港工委

即以两机构员工名义聘请陈丕士大律

师反诉，也取得了限制国民党方面行动

的“临时禁制令”。12月3日，周恩来总

理发表声明，宣告两航留港财产如被非

法侵犯、移动或破坏，香港政府须负完

全责任。鉴于两航资产难以到手，台湾

当局竟以350万美元的价钱，将其“卖”

给了美国人陈纳德和魏劳尔。12月19

日，陈、魏即以“两航财产所有者”的身

份，向香港高等法院要求接收两航飞机

和器材。由于我方据理力争，法院于12

月31日驳回了陈、魏的要求。

成功接收两亿港元资产
1950年1月，中央决定组织“政务

院 接 收 港 九 中 国 伪 政 府 机 构 工 作

团”。1月底工作团初到广州时，形势

比较乐观。英国对新中国的承认，使

港英当局不得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2 月23 日，香港高等法院驳回了

“美航”接收两航的申请，并解除了对

两航资产的“临时禁制令”。这一重大

胜利，使其他各机构员工情绪高涨，纷

纷清点物资、赶做清册，等待接收。

1950年初，在工作团的主持下，接

收工作已开始进行。3 月 14 日，中航

5977件重要物资，包括飞机修理厂的主

要设备，由“狄克帝国号”轮船运回天

津。央航物资也于3月26日运到天津

362件。4月1日工作团改为“政务院特

派接收港九国民党政府机构专员办事

处”（简称专办处），专办处接手后，接收

工作更加迅速、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接收国民党当局在港机构和资产

的这一场重大斗争，对于建立新中国的

经济基础和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

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前后接收的飞

机、轮船、机器、交通器材、矿品、银行资

金、棉花和其他物资，总计达港币2亿

元，在当时折合人民币约1万亿元（旧

币，1万元兑1955年发行的新币1元）或

小米10亿斤。其中许多物资都是新中

国的交通和工业建设所急需的。

（据《百年潮》）

▲1950年代的香港湾仔

中共在延安时期的改造二流子运动

“二流子”成问题

1937年的延安，在革命政权建立

后，农村恶势力被推翻，地痞流氓急遽减

少。但新的流氓也不断产生，和旧社会

以敲诈勒索、帮助土劣欺压良善为业的

流氓比，他们大多表现为“脱离生产”、

“游手好闲”。为了将他们和旧社会的

“流氓”区别开来，1939年延安报刊称其

为“二流子”。后来二流子逐渐叫遍延

安，指不务正业、不事生产，以烟、赌、偷、

盗、阴阳、巫神、蛮婆、土娼为生的人。

中共转战陕北农村后，延安人口激

增，军需成严重问题，1943年解放日报的

新年献词中指出：这一年边区的口号是

“在生产中，不许有一个败家子，一个二

流子”；主张打倒穷困，努力生产。

二流子到处有，陕北尤其多，这

客观上与陕北人源于游牧民族的习性

相关。当地农民普遍都是撒下种子后

回家抽大烟，庄稼靠天收。当时有歌

谣：“延安府，柳根水，十有九个洋烟

鬼”，这对发展生产极为不利。

统一标准

当时，对二流子的认定可不是一

件简单的事。早期由于标准不统一，

村干部常常为某人是否是二流子，是

“全个二流子”还是“半个二流子”，讨

论到半夜。比如有的农民抽洋烟，但

也从事生产，就很难认定。最后逐渐

统一了二流子的标准：

一、完全无正当职业而靠不良行

为（如偷人、嫁汉、招赌博、拐骗、做巫

神等）维持生活者为二流子。

二、有正当职业，又兼靠不良行

为为生活手段者为半二流子。

三、至于完全靠正当职业为生活

手段但染有不良嗜好或不良习气者，

不算二流子，而应作有二流子习气的

公民。

此外，还有一类爱串门和爱搬弄

是非的二流子。在当时农村披星戴月

的生产劳动中，串门被认为是浪费时

间的浪荡行为。因为串门，一拉起话

什么都忘记了，所以三天劳动抵不上

别人半天，这种毛病也不为农民见容。

“市民公约”

对顽固二流子的改造，绥德分区

除了开斗争大会，给二流子挂牌等措

施，还制订了有关抵制二流子的“市民

公约”：不买二流子的东西；不让二流

子在好人家串门；不让二流子在家里

掌握经济权；各家自己保证，以后不再

出现二流子；代二流子找职业。

由于游民自古以来就是反家庭

的，因此延安二流子改造首先在“家

庭”内部进行。这一年，在人们对二流

子家庭的关心下，一些家庭打破了原

来封建大家庭中人心涣散，劳动热情

调动不起来的局面，传统的以家庭为

单位的小农经济重新被组织到新的社

会关系中去。

1945年，毛泽东在边区劳动英雄

和模范工作者大会上表示，“这种生产

团体，一经成为习惯，不但生产量大

增，流氓也会改造，风俗也会改变，不

要很久，生产工具也会有所改良。到

了那时，我们的农村社会，就会一步一

步地建立在新的基础上了”。

（据《老年生活报》）

“家庭出身”划分始末


